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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强化基础研究是党的十九大为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指明的战略方向。在国际比较视野下从基本特征、资助体系、公共政策三个层面对中国基础研究进行深入剖析，以明确驱动中国基础研究的重点方向。研究发现，中国基础研究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基础研究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企业基础研究动力不足，基础研究水平区域差异显著；资助体系特点为基础研究经费基本来源为国家科技财政资金，并由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牵头负责主要基础研究计划的资助，但各资助计划存在重复资助的可能；公共政策呈现的特征为各级人民政府是制定政策的主体，并且明确了基础研究发展的近期、中期与长期目标，政策重点突出平台建设、资金支持、人才培养、开放合作、体制机制创新、科研环境改善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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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在资本积累和人口红利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1978-2017年的39年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速达到9.5%。[1]然而，近年来，原先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现象开始出现，刘易斯拐点到来，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这一系列变化导致我国的经济增长轨道发生了重要改变，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高速增长阶段。因此，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亟待形成，需要探索驱动经济增长的新途径，推动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在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提高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被视为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和突破性路径。通过对我国1978-2010年的平均GDP增长率进行分解，发现资本积累、劳动力数量和人均受教育年限只能解释增长率的76.1%，剩余的23.9%则为技术进步的贡献。[2]然而，2008年以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放缓，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进一步提升。[3]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创造性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并将创新置于首位，这也就意味着我国踏上了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的新征程。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初期，科技水平与世界科技前沿存在较大的差距，这时通过引进创新和模仿创新，加强应用研究，能够快速提升我国的科技水平，推动经济快速增长。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与世界科技前沿的距离逐渐缩小，此时应用研究的增长效应会减弱，就须及时调整研发结构，强化基础研究。基础研究作为科技创新的源泉，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石。党的十九大也明确指出，“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从而为我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指明了方向。
    为高质量地推动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需深入剖析当前我国基础研究的基本特征、资助体系与公共政策，即回答三个基本问题：基础研究的发展现状如何、基础研究经费来自何处、公共政策如何支持基础研究发展，进而探索强化我国基础研究的政策路径。由于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目标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因此文章在国际比较的视野下研判中国基础研究的发展水平，并从国际基础研究的资助体系和公共政策研究中得到更好驱动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经验措施。
二、基本特征
（一）总体趋势
1.全国基础研究投入规模大，但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投入比重长期不变。如图1所示，在1998-2017年的20年时间里，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从29亿元增加到975.5亿元，基础研究投入规模不断扩大，并保持较快的增速。然而，1998-2017年间，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投入的比重并未出现明显的上升，长期维持在5%左右的水平，说明我国的研发结构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持续优化。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我国与世界科技前沿的差距较大，需要加大应用研究投入，提升模仿和引进创新能力，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到新的阶段，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应用研究的增长效应会逐渐减弱，这时国家的研发投入方向就须转向基础研究，增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方能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4]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投入比重的长期不变，必然难以支撑经济发展动能的转变。

图1 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及其占研发投入的比重（1998-2017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2018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计算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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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基础研究投入占研投入比重的国际比较（2015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2016-2018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计算绘制。
2.与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相比较，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投入的比重明显偏低。图2根据2015年的数据绘制了13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投入比重的散点图。由图可以看出，瑞士的基础研究占比最高，为38.2%，日本与韩国也分别达到了12.5%、17.2%。与欧美日韩等国家或地区相比，我国的基础研究占比仅为5.1%，明显偏低。虽然国家基础研究投入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我国人均GDP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基础研究占比偏低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俄罗斯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其基础研究占比也达到了15.5%，是我国的3倍。此外，韩国人均GDP在1992年为8140美元，与我国2015年的人均GDP基本一致，而1992年韩国基础研究占比为16%。由此可见，即使剔除经济水平因素后，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水平偏低的基本事实依然成立。因此，优化研发结构，提高基础研究占比，对于推动中国迈向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执行主体
1.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偏低是制约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强度提升的关键原因。如图3所示，高校基础研究投入占高校研发投入比重从2009年的31.1%上升到2017年的42%；研究与开发机构基础研究投入占其研发投入比重相应从11.1%增加到15.8%。由此可见，我国高校、研究与开发机构在逐渐调整其研发结构，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高校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增长速度要快于研究与开发机构。相比之下，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企业研发投入比重长期处于明显偏低的水平。2009-2015年间，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基本维持在0.1%的水平，仅在2016-2017年提高到了0.2%的水平。大量的研究已经表明，企业加强基础研究投入能够取得显著的经济绩效，[5]因此企业基础研究动力的不足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我国基础研究能力的提升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图3 中国各执行主体基础研究投入占其研发投入的比重（2009-2017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2010-2018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计算绘制。
表1 执行主体基础研究投入占其研发投入比重的国际比较
	国家（年份）
	高等学校
	研究与开发机构
	企业

	韩国（2016）
	34.8
	29.3
	11.9

	日本（2016）
	37.7
	23.2
	7.5

	英国（2015）
	33.3
	41.9
	6.7

	美国（2016）
	62.8
	18.1
	6.1

	法国（2015）
	74.2
	23.9
	6.1

	俄罗斯（2016）
	30.9
	32.3
	1.5


    资料来源：姜桂兴和程如烟的研究。[6]
2.在国际比较视野下，我国高等学校基础研究投入强度适中，但研究与开发机构和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强度较低。表1汇报了世界主要创新国家2015年或2016年执行主体基础研究投入占其研发投入的比重。结合图3和表1可以发现，与世界主要创新国家相比，中国高校基础研究投入占高校研发投入比重并不低，高于韩国、日本、英国、俄罗斯等国家。从研究与开发机构的情况看，虽然我国研究与开发机构的基础研究投入强度一直在上升，但即使是2017年的投入强度也要低于其它国家早些年份的投入强度，也由此反映中国研究与开发机构基础研究的投入强度有待进一步增强。就企业的情况而言，主要创新国家的企业均将自身的一部分研发经费投入到基础研究领域。例如，韩国企业将11.9%的研发经费用于基础研究。无论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俄罗斯相比，还是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从事基础研究的动力严重不足。
（三）地区差异
    1.东中西部地区基础研究投入强度的演变轨迹存在显著的地区异质性，且西部地区基础研究投入强度高于东中部地区。如图4所示，2009-2017年间，东部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基本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从4.2%上升到5.4%。其中，2014年以后东部基础研究投入强度上升速度明显加快。2009-2014年间，中部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在波动中下降，从5.2%下降到3.6%。2014年此后，中部基础研究投入强度逐渐上升，增加到2017年的3.9%。西部基础研究投入强度的波动性比较大，基本在6%-7%之间浮动。由图4还可以发现，截止到2017年，基础研究投入强度从高到低分别是西部、东部、中部。一般来说，随着与前沿技术差距的缩小，基础研究占比会不断提升，但西部地区的情况却并不符合这一结论，可能的原因在于西部缺乏应用研究产业化的市场环境，导致研发结构偏向基础研究。研发投入中存在一个最优的基础研究占比，任何偏离最优占比的基础研究投入都有可能会拖累经济增长，因此中部过低的基础研究占比、西部过高的基础研究占比均不利于地区经济增长。

图4 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投入比重的区域比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2010-2018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计算绘制。
2.基础研究投入强度的省域差异要大于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在2017年，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投入比重比较高的是西藏（40.1%）、海南（30.6%）、黑龙江（15.6%）等经济欠发达省份，比较低的也是河南（1.8%）、河北（2.3%）、内蒙古（2.8%）等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而基础研究投入占比居中的主要是上海（7.7%）、天津（7.3%）、广东（4.7%）等经济水平较高的省份。数据再一次表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需要相互协调，才能更好地推动经济增长，过高或过低的基础研究水平均有可能拖累经济增长。此外，从2009年到2017年，有9个省份的基础研究占比出现了下滑。

图5 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投入比重的省域比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2010年与2018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计算绘制。
三、资助体系
（一）中国基础研究的资助体系
建国以来，我国的基础研究资助体系经历了从中科院一元主导、计划式的机构性资助到多元主体共存与博弈、具有市场性特征的项目式资助的转变。[7]特别是2015年以来，国家对基础研究资助体系进行了重大调整，形成了在国家科技领导小组领导下，由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牵头，财政部、发改委等相关部门参与的基础研究资助体系（见图6）。同时，资助体系通过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实现资助计划的管理、协调与咨询，建立跨计划协调机制和评估监管机制。目前国家已建立六大资助计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基地和人才专项、知识创新工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并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经费的主要来源渠道。
由科技部牵头的资助计划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和基地和人才专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通过核心技术突破和资源集成，在一定时期内完成重大战略产品、关键共性技术和重大工程的研发或实施，并确定了“核高基”、集成电路装备、宽带移动通信、新药创制、大型飞机、转基因等16个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是2015年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后实施的最新科技计划，由原来科技部管理的973计划、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专项，发改委、工信部共同管理的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农业部、卫计委等13个部门管理的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等整合而成。在2016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投入了103.5亿元，占全国基础研究投入的12.6%，可见该计划是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支撑。此外，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基地和人才专项为国家基础研究的资金投入、平台建设和人才支撑提供了保障，进一步完善了基础研究资助体系。
中国科学院负责的知识创新工程也是我国基础研究资助体系的重要一环。1998年中科院开始进行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知识创新工程的根本目的是要大幅提升中科院乃至整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知识创新工程实施以来，中科院在一批战略性高技术、重大公益性创新和重要基础前沿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创新成果，带动了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由1986年成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负责实施，目前已形成研究项目、人才项目和环境条件项目相互支撑的资助格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为我国基础学科建设和创新性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增强了国家的源头创新能力。截止到2017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投入经费298.7亿元，占全国基础研究投入的30.6%，说明近三分之一的基础研究经费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分部门来看，2017年高校获得235.8亿元资助，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总额的78.9%；科研机构获得59.2亿元资助，占比19.8%。数据说明，98.7%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流向了高校和科研机构，而企业获得资助仅是很小的一部分。


图6 中国基础研究的资助体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美国基础研究的资助体系
    如图7所示，美国的基础研究资助没有全国性的领导组织，采取的是“分散管理、集中协调”的资助模式，由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美国科学院系统等部门与机构负责基础研究的政策制定、预算安排、协调咨询等事务。美国基础研究的经费来源具有多样性，包括联邦政府、企业、高等院校、非营利性机构、地方政府等部门。基础研究经费主要流向卫生与人类服务部、能源部、国际航天航空局、农业部、国防部、国家科学基金会等部门，从而这六个部门成为美国基础研究的重要资助部门。每个部门负责各自业务领域的基础研究工作，由点及面，共同构建了美国基础研究的资助体系。例如，卫生与人类服务部资助的是生物医学方面的基础研究，能源部重点资助相关能源领域的基础研究，农业部重点资助农业方面的基础研究，国家科学基金会主要负责资助美国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基础研究、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


图7 美国基础研究的资助体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中美基础研究资助体系的比较
    1.经费来源。我国基础研究的经费来源比较单一，主要来自于国家财政投入，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财政投入。在201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中98.4%来自国家财政资金，91.5%来自中央财政资金，[6]可见企业、地方政府等主体对基础研究的资助极少。正是由于政府是我国基础研究的唯一资助主体，在当前的科研管理体制下就使得绝大部分研究经费流向高校或研究机构，导致企业获得的基础研究资助极少。相比之下，美国基础研究经费的来源渠道较为多元。2016年，美国基础研究经费中来自联邦政府、企业、高校、非营利性机构、地方政府的比例分别是43.5%、27.2%、13.6%、12.9%、2.8%。[6]由此可见，除联邦政府外，其它主体均是美国基础研究重要资助部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企业是美国基础研究的第二大资助主体，这就使得美国的基础研究能与产业进行更好地对接，消除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现象，显著增强了美国企业的科技创新实力。
    2.资助部门。我国基础研究的资助部门主要为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综合性部门，每个部门负责一个或多个基础研究计划的实施，每个研究计划通常包括了基础研究的多个领域，这就会导致各个研究计划之间的资助存在重叠领域。因此，中国的基础研究资助体系特别强调各个研究计划的协调性，避免重复资助的现象出现。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基础研究的资助部门主要是各个领域的职能部门，主要为卫生与人类服务部、能源部、国际航天航空局、农业部、国防部、国家科学基金会等，这些部门负责单一领域的基础研究资助。由于各个部门的资助领域并不存在重叠，这就使得美国基础研究资助部门没有过多强调资助计划的协调性，但美国的此种资助体系有可能遗漏某些重大基础研究领域的资助，因而需要进一步统筹基础研究资源，从顶层加强基础研究的整体布局，推动美国基础研究整体水平的提升。
四、公共政策
（一）中国加强基础研究的公共政策
我国已经逐步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并且在相关的科技创新政策中均有涉及加强基础研究的政策措施，但本文重点分析的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专门支持基础研究发展的公共政策。党的十九大提出“强化基础研究”的论述后，加强基础研究就成为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各个层级的政府部门开始出台了专门支持基础研究发展的政策。通过研究这些专门性的政策，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加强基础研究的政策体系。
表2列举了我国加强基础研究的公共政策。2018年1月国务院率先出台了全国性的支持基础研究发展的意见。在国务院文件的基础上，同年8月广东结合自身基础研究发展的省情也颁布了加强本省基础研究的政策。进一步，广东的深圳、广州、汕头等城市根据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的文件精神出台了支持本市基础研究发展的公共政策。由此可见，我国正在逐步形成从中央政府到省政府再到市政府的基础研究公共政策体系。此外，由表2还可知，国务院和广东省人民政府的基础研究政策以“意见”形式颁布，而市人民政府的基础研究政策则以“通知”形式颁布。相比之下，“意见”的政策效力更高一些。[8]遗憾的是，目前仅广东省密集出台了加强基础研究的政策，并在省内开始构建政策体系，其它地方政府尚未颁布专门的基础研究支持政策，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我国基础研究水平的提升。
表2 中国加强基础研究的公共政策
	时间
	政策层级
	政策名称

	2018.01
	国务院
	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

	2018.08
	广东人民政府
	关于加强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的若干意见

	2018.12
	深圳人民政府
	关于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实施办法的通知

	2019.03
	广州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广州市加强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实施方案的通知

	2019.05
	汕头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加强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进一步，文章参考刘红波和林彬、宁甜甜和张再生、曾坚朋等的研究，[9][10][11]从政策主体、目标与工具的维度分析我国基础研究的公共政策。由表2可以看出，制定基础研究政策的是主体是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而不是科技、发改、财政等职能部门，这就提升了基础研究政策的权威性，有助于跨部门协调，统筹基础研究资源，使得基础研究政策的执行能够切实落地。
从政策目标来看，无论是中央政策还是地方政策，均明确了各个阶段基础研究发展所应达到的目标。国务院颁布的文件提出了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三阶段目标：一是到2020年，我国基础研究水平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二是到2035年，我国基础研究水平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三是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参考国务院文件的时间节点，广东省也提出了该省基础研究发展的阶段目标：一是到2022年，基础研究新体系基本建立；二是到2035年，若干基础研究领域达到国内领先；三是到本世纪中叶，基础研究综合实力基本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相比国务院和广东省的政策目标，深圳市的时间规划范围缩短了，但同样将目标分为三步：一是到2022年，基本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城市；二是到2025年，基本建成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三是到2035年，建成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创新创意之都。通过对不同层级基础研究政策目标的归纳，可以发现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各级政府出台的政策明确了基础研究发展的近期、中期与长期目标；二是低层级政府制定的政策目标更能贴近当地基础研究发展的现实，这也说明地方政府有必要制定本地的基础研究政策，与中央政策衔接互补，共同推动中国基础研究整体水平的跃升。
就政策工具的使用而言，本文借鉴刘红波和林彬的研究，[9][12]确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工具，并据此对基础研究政策进行解读。表3报告了各层级基础研究政策工具的使用次数分布。由表可以看出，我国基础研究政策重点突出平台建设、资金支持、人才培养、开放合作、体制机制创新、科研环境改善等方面。具体而言，平台建设突出各类实验室及基础研究平台的建设与支持；资金支持方面旨在构建中央与地方政府协同互补、企业和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资金投入体系；人才建设重点在于各梯队基础研究人才的引进与培养以及高水平研究团队的支持；开放合作强调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研发合作与资源共享，以“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为抓手的国际合作和区域合作；体制机制创新涉及科研经费管理、人才评价与激励、项目评审与资助等方面；科研环境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学术诚信建设、科学普及等内容。虽然各层级政府基础研究政策对于政策工具的应用基本一致，但在某些政策工具的使用上具有一定的倾向性，也进而体现了这些政策的特点与不足。国务院对各类政策工具的使用较为均衡，其中由于中央的目标在于提升全国基础研究的整体水平，因而颁布的政策特别强调了基础研究的学科布局和区域布局，以期实现各学科、各地区基础研究的均衡发展与特色发展。在省域层面，广东省的政策更加强调机制完善、开放合作等工具的使用。在城市层面，汕头政策工具的使用与深圳、广州等地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特别强调化学、海洋科学、医学、生命科学等领域的基础研究发展，突出重点学科布局；二是专门突出基础研究成果的转化问题；三是缺少基础设施、人才建设等政策工具的使用。
表3 中国基础研究政策工具的使用次数分布
	政策工具
	国务院
	广东
	深圳
	广州
	汕头

	学科布局
	1（5%）
	
	
	
	1（4.3%）

	区域布局
	1（5%）
	
	
	
	

	基础设施
	1（5%）
	1（3.3%）
	1（3.6%）
	1（9.1%）
	

	平台建设
	3（15%）
	2（6.7%）
	3（10.7%）
	2（18.2%）
	6（26.1%）

	资金支持
	2（10%）
	4（13.3%）
	3（10.7%）
	2（18.2%）
	6（26.1%）

	人才建设
	3（15%）
	4（13.3%）
	6（21.4%）
	1（9.1%）
	

	开放合作
	3（15%）
	7（23.3%）
	5（17.9%）
	2（18.2%）
	3（13%）

	机制完善
	4（20%）
	7（23.3%）
	7（25%）
	2（18.2%）
	2（8.7%）

	科研环境
	2（10%）
	3（10%）
	3（10.7%）
	1（9.1%）
	3（13%）

	社会参与
	
	2（6.7%）
	
	
	

	研发转化
	
	
	
	
	2（8.7%）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各政策工具使用次数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二）国际加强基础研究的公共政策
    日本与韩国具有较强的基础研究实力，与我国同属东亚国家，且中日韩政府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本文重点分析日本与韩国的基础研究政策，并将其与中国基础研究政策进行比较分析。日本与韩国鲜有专门支持基础研究的公共政策，因而本文基于两国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分析他们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措施，如表4所示。
日本内阁在2016年颁布了《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6-2020）》，这是日本实施的第五个国家科技振兴综合计划，代表着一定时期内日本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方向。在该计划中，专门有一章节论述了加强基础研究对日本发展的重要性，并提出了相关政策措施。通过对政策文件的解读与分析，可以发现，在政策目标方面，日本使用论文这一可量化的指标作为国家基础研究发展成效的衡量指标，在强调论文数量的同时，也特别突出论文质量。在政策工具方面，日本政府推进基础研究的政策工具主要为基础设施、平台建设、开放合作、机制完善与科研环境等，其中开放合作与平台建设是最为重要的两种政策工具。与我国政策工具的使用相比较，日本加强基础研究的措施呈现三个特征：一是淡化资金支持工具的使用，突出开放合作平台的建设；二是强调基础研究跨学科跨领域的整合，其中专门突出了医学与其它基础研究领域的融合；三是注重基础研究数据库的建设与基础研究数据的开放、共享与利用。
与日本一样，韩国同样实施了国家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以推动国家的创新发展。不同的是，韩国制定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的主体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2018年颁布的《第四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8-2022）》也突出了基础研究对国家创新发展的重要性。相较于中国和日本，韩国的基础研究政策更加强调以人为中心，其政策目标是建立以研究人员为中心的基础研究制度，并着力于培养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基于这一中心思想，韩国强化了“机制完善”政策工具的使用，改革了基础研究项目的评审、资助、管理、评估体系，增强了研究人员在基础研究中权威性与自主性，使得他们更能专注于长期、高风险、高难度的挑战性基础研究。
表4 国际加强基础研究的公共政策
	国家
	时间
	政策名称
	政策主体
	政策目标
	政策工具

	日本
	2016.01
	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6-2020）
	日本内阁
	增加论文总数，并提高高被引论文占比
	基础设施（7.1%）
平台建设（28.6%）
开放合作（42.9%）
机制完善（14.3%）
科研环境（7.1%）

	韩国
	2018.02
	第四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8-2022）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强化研究人员领导的基础研究，培养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
	学科布局（5.3%）
区域布局（5.3%）
基础设施（10.5%）
资金支持（21.1%）
人才建设（5.3%）
机制完善（52.6%）


注：“政策工具”一栏中括号里的数字为各政策工具使用次数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五、政策建议
为抓住新一轮产业革命与科技革命的时代机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均注意到了加强基础研究对推动本国创新发展的重要性，并开始调整国家基础研究政策。[13]在此背景下，中国也需要调整其基础研究战略，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奠定基础。本文在国际比较的视野下，深入分析了中国基础研究的基本特征、资助体系与公共政策，从而明确了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优势与劣势。基于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不足与国际加强基础研究的有益经验，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提高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投入比重，建立企业基础研究的驱动机制。本文研究指出，当前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比与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相匹配，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根据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发展经验，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比应尽快提高到10%-15%的水平，以增强国家原始创新能力，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企业基础研究动力不足是制约基础研究投入占比提升的一个关键原因，因而加强企业基础研究是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水平的重点方向。基础研究是一种公共产品，具有价格溢出和知识溢出两种正向的溢出效应，企业通常缺乏进行基础研究的动力，[14]这就需要加强政府对企业基础研究活动的资助，改革国家基础研究项目的评审与管理制度，鼓励企业积极申报面向重大产业需求的应用基础研究项目，实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深度融合。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维护企业因基础研究而获得垄断利润，激发企业从事基础研究的积极性。
第二，构建各具特色的区域基础研究发展格局。本文的研究表明，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投入比重由高到低依次为西部、东部、中部，说明我国基础研究存在不同的区域发展路径。从最优研发结构的角度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存在一个最优比例，过高或过低的基础研究投入占比都有可能拖累区域经济增长，因此东中西部地区需要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阶段，调整研发结构，构建各具特色的区域基础研究发展格局。西部地区正处于技术追赶的发展阶段，过高的基础研究投入占比可能并不利于区域创新发展，因此西部地区应在保持优势基础研究领域的前提下，加强面向重大产业需求的应用基础研究，完善科研成果产业化的市场环境，适当降低纯基础研究比重。东部地区处于技术超越的发展阶段，需要更多世界级的原始创新来支撑区域发展，引领全球科技发展，因而东部应逐步将基础研究投入占比提高到世界主要科技强国的水平，以带动国家科技创新水平的整体跃升。中部地区也需要在其基础研究优势领域，加大投入，将基础研究水平提升到最优位置。
第三，建立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机制。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基本上来自中央财政资金，地方政府投入很少，企业、高校、非营利性机构等基本上不进行基础研究投入，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基础研究经费的增长。我国应进一步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对基础研究的资助机制，同时鼓励企业、高校、非营利性机构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与政府财政资金形成有益补充，建立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机制。特别地，为促进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应创新面向基础研究的投融资机制，缓解企业基础研究投入的融资约束问题。此外，我国每个基础研究的重大资助计划（项目）均是面向基础研究的众多学科或领域，这会导致重复资助问题。因此，政府需要进一步明确各重大基础研究计划（项目）的使命、目标与任务，确定重点资助领域，形成错落有致的项目资助体系，避免重复资助，提升基础研究资源的配置效率。
第四，完善基础研究公共政策。与日本和韩国的基础研究政策相比，我国使用了更为丰富多元的政策工具，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基础研究政策体系，但从我国基础研究政策体系本身的不足与日韩政策的特色来看，我国基础研究的公共政策至少有三个方面可进一步完善。其一，地方政府应加快研究制定立足本地基础研究发展现实与需求的支持政策，形成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有效互补的政策体系。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地方政府应注重学科布局、基础设施、平台建设、资金支持、人才建设、开放合作、机制完善、科研环境等政策工具的有效应用与协同配合。其二，在法律法规和学术伦理框架下，加强我国基础研究数据库建设，实现基础研究数据的开放、共享与利用，这样不仅可以使研究成果发挥更大的扩散效应，而且能够助推学术诚信建设。其三，消除科研管理部门对基础研究的不当干预，增强研究人员在基础研究中的权威性和自主性，这就要求对基础研究项目的申请评审、经费管理、绩效评估等环节进行一系列深刻的变革，并营造包容的科研环境，建议以研究人员为中心的政策体系。

[参考文献]
[1] 林毅夫.改革开放创40年经济增长奇迹[J].中国中小企业，2018（6）：57-59.
[2] 蔡昉.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18-11-09（7）.
[3] 张辉.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突破路径[N].经济参考报，2018-07-04（2）.
[4] 孙早，许薛璐.前沿技术差距与科学研究的创新效应——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谁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J].中国工业经济，2017（3）：5-23.
[5] Añón Higón D. In-House versus External Basic Research and First-to-Market Innovations [J]. Research Policy, 2016, 45(4): 816-829.
[6] 姜桂兴，程如烟.我国与主要创新型国家基础研究投入比较研究[J].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18（6）：537-548.
[7] 王彦雨，程志波.我国基础研究资助体系的历史沿革及演变路径律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22）：94-99.
[8] 彭纪生，仲为国，孙文祥.政策测量、政策协同演变与经济绩效：基于创新政策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8（9）：25-36.
[9] 刘红波，林彬.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价值取向、议题建构与路径选择——基于政策文本的量化研究[J].电子政务，2018（11）：47-58.
[10] 宁甜甜，张再生.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我国人才政策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4（4）：82-86.
[11] 曾坚朋，张双志，张龙鹏. 中美人工智能政策体系的比较研究——基于政策主体、工具与目标的分析框架[J].电子政务，2019（6）：13-22.
[12] 刘红波，林彬.人工智能政策扩散的机制与路径研究——一个类型学的分析视角[J].中国行政管理，2019（4）：38-45.
[13] 丁大蔚，李正风，高璐.后金融危机时代国外基础科学研究政策的战略转向及启示[J].中国软科学，2015（2）：65-73.
[14] Rosenberg N. Why Do Firms Do Basic Research (with Their Own Money)? [J]. Research Policy, 1990, 19(2):165-174.

China's Basic Research from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erspective: Basic Characteristics, Funding System and Public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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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engthening basic research is the strategic direction pointed out by the party's 19th National Congress for China's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ve country.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this paper conducted an in-depth analysis of China's basic research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basic characteristics, funding system, and public policy to clarify the key directions driving China's basic research.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basic research in China are that the level of basic research does not match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motivation of basic research in enterprises is insufficient, and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basic research are significant. In terms of funding system, the mainly source of basic research funding is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ial funds, and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are responsible for funding the main basic research programs, but there may be repeated funding for each funding pla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policies are that the people's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are the main body of policy formulation, and the short-term, medium-term and long-term goals of bas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re clearly defined. The policies focuses on platform construction, financial support, personnel training, open cooperation,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innov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and other aspects.
[Keywords] basic research, basic characteristics, funding system, public policies,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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